
未命名-1   1 2016/6/23   14:28:43

3经师易遇　人师难求

经师易遇　人师难求*

—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境界
李中华

摘 要：张岱年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有卓越贡献的哲学

家、哲学史家和文化学家。张岱年学说超越传统又不背离传统的新理

论和新方法，回应了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他提出中国哲

学史的“综合创新”的逻辑建构，确立中国哲学的“唯物、理想、解

析，综合于一”的基本命题，从“对理性”“世界性”“实践性与独立

性”提出对中国文化论战的超越，在充分吸收先进文明的认识成果的

基础上，不忘记本民族的地位，不轻贱本民族的哲学智慧，经过对中

国哲学的调适，使其成为新时代的理论文化资源，使中国在走向世界

舞台的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与哲学的认同。中国学者应该学习张岱

年先生的学术精神，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文化承担者，而且

为人类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张岱年　中国哲学　综合创新　新资源　新理论　新方法

在中国现代学术领域中，张岱年先生（1909—2004 年）是一位德

高望重、思维敏捷、学风淳朴、学术思想一贯、热切追求真理和极富

*　此为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四讲“经师易遇　人

师难求—张岱年先生的思想与境界”。该讲座于2024 年 4 月 24 日在北京大学举办，隆重纪念

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诞辰115 周年、逝世

20 周年。本次讲座的特邀主讲人兼本文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精华编”执行总

编纂，中国文化书院理事、创院导师李中华先生。本文在作者讲稿的基础上略加补充整理而成。

本次讲座的评议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中国文化书院理事、

创院导师魏常海先生，致辞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程乐松先

生，主持人是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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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文化学家。他一生为中华民族的思想

文化建设和哲学理论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今年是张岱年先生诞辰115

年，认真探讨与回顾其学术思想，总结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内容

及特点，对中国现代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乃至学术史的研究，

以及对认识中国哲学和文化在现代的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广

大后学对张岱年先生最好的纪念。下面我将与大家一起学习和探讨张

岱年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境界。

导  言

（一）生平

张岱年先生，1909 年 5 月 23 日生于河北省（当时称为直隶省）献

县小垛庄。历代务农，至其祖父一代起，方应科举之始。其父亲张濂，

进士及第，受职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被选为众议员，曾任沙河和

枣强两县知事，晚年喜黄老之学，有传统文化根基。张先生11 岁丧

母，其兄张申府（大张岱年16 岁）曾任职北大、清华，张岱年深受其

影响。

张岱年青少年时期养成“致思之习”。16 岁时上初中，开始阅读

《老子》，而且有自己的一些感想。高一时修习“中国哲学史”课程，

并在《师大附中》月刊上发表《评韩》（他一生的第一篇文章），批评

韩非反道德教化和专重刑赏的观点，受到班主任汪伯烈先生的赞赏，

称“张岱年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大学三年级的论文也不过如

此”。接着又写了第二篇《关于列子》（高二，19 岁）。这是一篇考据文

章，“证明列子实有其人，反对列御寇系子虚乌有之说”，发表于《晨

报副刊》（1928 年 3 月）。

1928 年（19 岁），张岱年考入清华，入学后因不满于国民党的军

事训练而退学，遂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33 年（24 岁）毕业。

因在大学期间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且成绩优异，旋即由冯友兰、金岳



未命名-1   1 2016/6/23   14:28:43

5经师易遇　人师难求

霖两位教授推荐，受聘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秋季开学后讲授

“哲学概论”，讲课内容主要为：导论、唯心论、实在论、实用主义及

其他派别哲学，同时增加了唯物论、辩证法，“并且较详细地讲述了辩

证唯物论，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

从1933年9月起，张岱年在清华任教不到一年，因父亲去世而丁

忧，暑期辞去教职，离开清华，居家休养。两年后，与冯友兰先生的

堂妹冯让兰女士结婚。又一年（1936 年），由冯友兰推荐，回清华任

教，讲授“哲学概论”和“中国哲学问题”两门课程。此时他亦完成了

人生中独具匠心、别具风采、影响甚巨的《中国哲学大纲》这部名著。

1937 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

时局紧张，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夫人暂避城内大姐家居住，

因事变之急，遂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于是滞留北平，闭

户读书，不与敌伪合作。

虽然当时蛰居沦陷的故都，心怀殷忧，但张岱年并未就此沉沦。

他于 1941 年春开始撰写《天人五论》中的第一部《哲学思维论》，

1942 年撰写第二部《知实论》，1943 年撰写《事理论》，1944 年撰写《品

德论》，一年完成一“论”。“其后生活日趋艰窘，就无力写作了。”在

此期间，经王锦第介绍，他进入私立中国大学任副教授，讲授“中国

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大纲”，讲义第一次排印。

1945 年抗战胜利，清华大学1946 年返京复校，张岱年先生回归清

华，受聘为副教授，代冯友兰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又讲“哲学

概论”与“孟子哲学”，同时补写《天人简论》。至此，五论皆成，由

“天人新论”改称《天人五论》，完成了他从事哲学思考的丰硕成果，

也是他继《中国哲学大纲》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张岱年先生整整 40 岁，他感慨地说：“毛

泽东同志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深受鼓舞。我正值不惑之年，

开始了新生活。”他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跨入崭新的时代。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张岱年先生受清华大学委派，到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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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苏联专家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和“辩证唯物论”，同时受邀到辅仁

大学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接着又在清华大学开讲“马列主

义基础”课程。1951 年（42 岁）在清华大学晋升为教授。

1952 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文、理、法学院全部并入北大。张岱

年先生同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沈有鼎、王宪钧、任华等教授集

中到北大。他在清华前后共生活了约十年，如今又离开清华到北大，

可谓“三进清华，三出清华”。

从 1952 年至 1957 年，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张岱年先生除了主要从

事教学工作外，还先后发表了八篇论文，撰写和发表了四部专著，共

30 余万字。

1957 年，张岱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其学术活动被迫停止，一

直到 1979 年才恢复名誉，此时已是 70 岁的老人了。他不但没有气馁，

反而更加积极地投入新的学术活动中。虽然已是高龄，学术创作却

“炉火纯青”，进入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焕发出新的

学术生命力。

（二）治学三阶段

中国哲学是在我国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语言文化背景和政治、

经济、社会等综合条件下发育的，因此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文化和哲学

的话语系统、逻辑结构、价值取向、真理判断标准、哲学终极关怀等

独特的品格，并且一直以比较稳定的形态存在和发展。这一态势直到

近代方被打破，出现了中西方文化及哲学的激烈冲撞和辩争。其中，

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学术思想，在多元思潮的激荡、角逐中，经历了

一场旷世难遇、痛苦环生的排拒、超越、接受、容纳、调适、重组等

一系列重新选择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最终选择了一条在充分吸收先进

文明的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既不忘记本民族的地位，也不轻贱本民族

的哲学。a这也是张岱年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

a　参见李中华《中国哲学的历程 —兼论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北京大学学报》2004 年

第 3 期，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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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学说的结构，由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构成，

他本人概括为，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是

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其特点为学说贯通，前后呼应，整体性强。他的

治学经历可分为发轫期、转型期和迸发期。

1.发轫期

张岱年先生从 1928 年上大学开始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 21 年，

是他学术自由创造的一个最重要阶段。这期间他的第一篇文章《关于

老子年代的假定》，于1931 年发表在《古史辨》第四册中。该册由著

名学者罗根泽编著，一共收录了 10 个作者的 70 篇文章。除张岱年先生

以笔名张季同发表文章外，还有梁启超、胡适、刘盼遂、钱穆、冯友

兰、唐兰、高亨、蔡元培、顾颉刚、罗根泽等十几位大家。张岱年先

生 22 岁即著此文，在今天绝对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篇文章很长，

是关于老子的真伪考证和老子《道德经》年代问题的考证，这很难得。

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名家们的讨论，譬如他和罗根泽有过讨论，讨论

也记录在《古史辨》中。

读大学后，正值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发表，其书“考察之

精、论证之细”，使他非常敬佩，于是又进一步引发了他对中国哲学的

兴趣，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世界思

潮》《大陆》《图书评论》等报刊上连续发表关于中国哲学的文章。这

些文章及其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已显露出这位未来的哲学家，在中国

哲学方面所具有的潜在学术实力和稳健、敏锐的学术气质。

20 世纪 30 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进入比较成

熟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都有了中文译本。因此在大学

期间，张岱年便阅读了《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

判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些著作对张岱年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岱年先生晚年回忆说：“我完全接受了辩证的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

论）的基本观点。我以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的新实在论、实用主义、

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新黑格尔主义以及超人哲学作了比较，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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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切合实际，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a同样在

短短的两年中张岱年又连续发表了《辩证法与生活》《辩证法的一贯》

《关于新唯物论》《科学的哲学与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

《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等文章，可谓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

论深有所得。

在第一阶段的学术成果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等的文章

一共 44 篇 45 万字，《中国哲学大纲》50 万字，《天人五论》（尚未完成）

17 万字。这一阶段为他此后的学术经历和影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转型期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1957 年，包括1952 年的院系调整，这是

张岱年先生学术创作的一个转型期。所谓转型或定型，更多的是体现

在张岱年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且以此为指导所展开的教

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他先后出版了四部学术专著，从书名可以看

出，他基本上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写作：《张载—11 世纪中

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

《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他的十几篇学术论文，基本上

也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如《王船山的唯物主义思想》《张横渠

的哲学》等，这些论文非常强调中国哲学里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传统。

第二个阶段时间很短，只有八年多，但是出的成果不少，四部专著加

十几篇文章。

3.迸发期

从 1979 年彻底平反到 1995 年，这 15 年是他学术迸发的时期。他

在 15 年间出版了四部专著—《中学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的

方法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其中大

部分是他给研究生班上课的讲义，特别是前两部。那时候张岱年先生

年纪很大了，上课有点吃力，但他一讲就是半天。除了上述四部专著

a　《张岱年全集》第 8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5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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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又发表了文章287 篇（学术论文 217 篇，序跋、丛谈、读书杂

记、文史漫谈、回忆录等 70 篇），合计 70 万字。其中仅 1990 年至 1995

年（81 岁到 86 岁），他就发表了论文 97 篇，而且其序跋、丛谈、文献

感言几乎都是在 80 岁之后写的。

值得一说的是，张岱年先生晚年写了 151 篇序。什么人都找他写

序，即使彼此观念相反的大学同学，来找张岱年先生写序，他都有求

必应。不是因为他是老好人，而是他达到了“兼和思想”的境界，“兼

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兼”就是并容各种不同，也是兼爱、博爱、泛

爱。可以说“兼和思想”是张先生最核心的概念，他提出“以兼易中

庸”，认为和平的年代可以中庸，但战争年代“中庸”会使历史的进步

停滞，所以还是“兼和”好。

一、提出中国哲学史的“综合创新”的逻辑建构

在中国哲学遇到中西方文化及哲学的冲撞时，有些中国学者做出

了“综合创新”的选择，通过西方哲学的输入，中西哲学的对照，中

国学者在世界变化的新条件下反思内外哲学的彼此长短，加强维护中

国哲学传统。张岱年先生正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这里还要考虑张岱

年学说的扬弃与守正，在变化观或发展观等方面，中西哲学都有惊

人的相似之处。“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

谐”a，张岱年先生的发现是从古代中国思想中找到的，但要用中外两

把钥匙去开锁。他目的是让人认识自己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再通过高

级的逻辑建构，让现代人接受这些好东西，而不是仅仅借用外人的钥

匙。因此，“综合创新”应该是张岱年先生最重要的一个理念、问题，

或是一个具有指导性的思想，涉及他的方法论的问题。1928 年以后

他念大学的五年间他实际上已经准备了《中国哲学大纲》的材料，所

a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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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到 1936 年、1937 年就写成了《中国哲学大纲》，从学术价值和影响

来讲，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史著作。从哲学史研究和

学术史发展角度来看，这个《大纲》不仅可以和胡、冯二氏的中国哲

学史著作比肩，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纲》的学术现代化程度、学术稳

定性程度还有学术成熟程度都不在胡、冯之下。张岱年先生在《中国

哲学大纲》中提出中国哲学史的“综合创新”的逻辑建构，从 20 世

纪 30 年代的第一个高峰，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第二个高峰，贯穿了他

的一生学术思想。

（一）以中国古代哲学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史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不是按照胡、冯哲学史的路子写

的，而是问题史，其副标题是“中国哲学问题史”。所谓“问题”，即

构成中国古代哲学重要思维成果，最能凸显中国哲学特点和哲学系统

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哲学所固有的，在整个中国哲学

体系中占有主干的地位。按照他的《大纲》把中国哲学整个系统的主

要内容分为三个，构成了他的哲学史的第一个层次，即宇宙论、人生

论和致知论。宇宙论分本根论、大化论；人生论又分天人关系论、人

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致知论又分为知论和方法论。

这三个部分再细分构成第二个层次，所以我们把它叫中国哲学的

“八论”。本根论、大化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

问题论、知论、方法论，从第二个层次的八个问题发展成这样一个脉

络，一目了然看到中国哲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一看它的目录就

可以看得出来，一目了然，提纲挈领。

第二个层次的论题又分别由若干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组成，所以

构成了中国哲学的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应该有16 个，这个层次上

排列的哲学问题都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这是他的中国

哲学史最大的特点。一部中国哲学史是通过基本概念、基本范畴所编

织成的中国哲学之网。这种“中国哲学史”的写法是张岱年先生独创，



未命名-1   1 2016/6/23   14:28:43

11经师易遇　人师难求

是和冯友兰、胡适两部哲学史最大的区别。这种写法从“横”的方面

表征中国哲学的发展，在“横”的方面再做“纵”的描述，最大限度

避免了一般哲学史以人物或专书历史顺序为纲造成的重复或条理紊乱

的缺点。

我们在读中国哲学史的时候，读惯了胡适和冯先生的书，再读张

岱年先生的书确实感到满眼新意。一般中国哲学无不讲自己的传统，

所讲的心、性、情、意以及良知、良能等，都表示对人生、人性、人

的本质及人的生命的一种体认。孔子的一生，几乎把全部精力都倾注

在对人生问题的探讨和实现“仁以为己任”的抱负上。宋明理学家所

展示的心理、理欲之辨，成为他们把握人生或人道的哲学基本问题。

在他们看来，知识不能代表智慧，因此都必须通过“转识成智，这种

以道德为终极目的而追求的结果，使不知道正义的名字”a。张岱年先生

的特点是有中国的哲学性质，没有西方的概念；有中国古代哲学的内

涵，但能让近现代人吃透。本根论讲老子的道、周易太极、张载的气。

什么是本根？就是宇宙的终极，宇宙根源性的概念，老子的道就是这

个概念。这种写法应该说是近现代以来以张岱年先生作为开端，对后

来的影响很大。现在对哲学史的研究，按照张岱年先生的路子，强调

范畴、概念的明晰性，比如说对“道”的理解，对“太极”的理解都

是具有对中国哲学本身特点的概念。老子的“道”，今天有多少人能搞

清楚？简单讲好像是无为，但是“无为”怎么讲？包括对老子研究的

人，对这个理解也不是很到位。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摆脱了在人物或者专书历史顺序

中考证历史带来的烦琐。以人物或专书为历史顺序来写的哲学史，当

然我们不否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

开创性的。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和论文中对冯友兰、胡适

有批评，强调他们各有优点和缺点，

a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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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先生就是这样具有开放性，即“兼和”。这是他在大学五

年中的学术积累才能写出来，这给今天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挑战。当

年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张岱年先生就一直说，你们要敢写。我们应该

在年轻的时候就像张岱年先生这样有创造的精神、读书的热情，敢于

写文章。当然他从青年到晚年集大成都有一以贯之的质疑与构建，这

个特点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可以像张岱年先生那样追求真理不

停息。

（二）在了解中西哲学后由中国人写中国哲学史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在形式和方法上，还有西方哲学

模式的痕迹。它在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三大部分构成上，参照

了西方哲学的模式，但绝不影响其中国化内容。不仅不影响，而且对

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中西哲学的关系做了最大限度的调整和转变，使它

成为真正中国人写出的哲学史。

《中国哲学大纲》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相对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

纲》和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有更大的创新性和进步。张岱年

完全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特点，充分体现了张岱年先生卓然标新

的学术创造精神。这个创新应该是比较全面的，也建立了中国哲学史

新范式。这个范式的影响特别大，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建

构了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合法性范式和“洋为中用，以我为主”，让

中国回到自身的民族哲学的建设。这两点，应该是对中国哲学研究最

重要的贡献，它必定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中国哲学的民族化、现代化

产生长期的影响。

张岱年先生强调，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不同的哲学范型，就是

不同的范式，和西方哲学派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是另一种学问而非

哲学，中国的学问也不能叫哲学，这什么意思？如果要把哲学看成

是一个“类称”，不专指西方哲学，哲学是一类学问的总名，如先秦

的诸子之学、明清的道学等，它们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洋哲学是有相似

性的。关于这一类的学问都可以叫哲学，实际上张岱年先生在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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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30 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形式不同，但内容上有相似的地

方，不能说中国没有哲学或者不是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应该有

一个平等的立场，更为开放包容的精神。所以，在建立中国哲学的形

式系统、阐明中国哲学的基本范式、解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和真精

神等方面，张岱年先生都有贡献。其突出表现是以中国哲学本有的思

想范畴和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而不是用西方哲学的尺度来诠释中

国哲学，即“回到中国哲学自身”，“让中国哲学自己说话”，进而揭

示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和独特的意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本

根”“大化”“对理”“天人合一”等概念都是中国本身固有的，不能

完全套用西方的哲学概念，这样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可能会更深

入。因而张岱年先生对于建立中国民族自信心和现代中国哲学的独立

都有很大贡献。

张岱年先生哲学史的成熟程度、稳定程度奠基于 20 世纪 30 年代

的创作。这些文章阐述了中国哲学当中的唯物论、辩证法方面，揭示

了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的悠久传统。经过他的挖掘，特别是对“气论”

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开拓了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气论的研究传统。

例如，戴震在 18 世纪中期，用物质性的气，去说明人性，反对程朱

理学“性即理”和把人性分成“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

他认为，“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区以别焉是也”a。

戴震对传统人性论及伦理观的批判总结，改造了传统儒家建立在性

善论基础上的天赋道德论，这种贡献也是通过张岱年学说得以发掘出

来的。

张岱年先生提炼和重新阐发“气论”是在整体研究中国哲学史的

角度进行的，这对“气论”全新意义得到广泛揭示。经过张岱年先生

的点拨，擦亮了宋代的三派。原来也是两派，即王阳明和程朱的一派，

而“气论”没有地位。我们现在读张载的书，在中国哲学史古代的传

a　《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 年，第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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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里，并没有得到强调的就是“气论”方面。通过对“气论”研究，

还推动了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上对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一直

到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的研究，还纳入了戴震等一大批哲

学家，极大拓宽了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丰富了内容，摆脱了哲学史上

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传统经学的影响，对中国哲学完成时代的学术转

型及现代化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一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几乎看不到。

中国哲学中所固有的“气论”与中国古代医学、天文学等自然科

学及中国古代书法、绘画等艺术和文学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

通过哲学上对“气论”的研究，还带动了上述学科的理论发展。

二、确立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

张岱年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提出“创造的综合”或“综合创

新”，不是一时的、空洞的口号，而是毕生以“综合创新”的思维作为

其学术研究的灵魂，所以他能采取开放态度，捐弃门户之见，撷取众

家之长。

20 世纪初，中国似乎还没有条件产生专业哲学家来从事中国哲学

的现代化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有“思想革命”“政治革命”“文学

革命”等口号，唯独没有“哲学革命”的口号。所以在 20 世纪 30 年代

以前，中国尚未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体系，它只是延续着19 世纪

末尚未完成的近代哲学而已。当时学界一般谈到哲学专指西洋哲学，

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而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

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

但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也就是

说，哲学是一类学问的总名，如先秦诸子之学、魏晋玄学、宋明清的

道学或义理之学等，它们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并可归

于这一类学问，便都可叫作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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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

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

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a在张岱年先生看来，中国不仅有自己的哲学，

而且这个哲学可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因此不能把西方哲学看作是

唯一的范式。

张岱年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

有所说明。他认为，对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关键要看我们对于哲

学的看法如何。他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的国际环境，已不允许中国

思想界和学术界再蹒跚地跟随西洋哲学亦步亦趋，而是应该迎头赶

上，从而超越西洋哲学所经过的阶段，创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新哲学

体系。对此，他十分感叹地认为：“现在中国人的思想，或则依傍古

人，或则追随西哲，有独立的气魄的，实在太少。但文化之重建，须

先有思想之独立，而如欲思想独立，必须有哲学的创造。”b他大声疾

呼，中国需要积极思想的“复活”。他深信，“西洋思想的输入，当是

对于中国的思想力复活之刺激。中国的创造思想无疑地要复活。”这

种具有创造力的思想的复活，当是张岱年心目中的“综合创新”。在

他看来，这种“综合创新”的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

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

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c要突出表现是以中国哲学固有的

思想、范畴和概念解释中国哲学，而不是削足适履，用西方哲学诠释

中国哲学。此即“回到中国哲学自身”“让中国哲学自己说话”，从而

揭示出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意蕴。如“本根”“大化”“天人合

一”“反复”“两一”等概念范畴的厘析和对史料真伪的判断，对于

21 世纪的今天，未尝不是一种超前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眼光。这些研

究，对于建立中国民族自信心和现代中国的学术独立，均产生深远而

a　《张岱年全集》第 2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3 页。

b　《张岱年全集》第 8 卷，第 242 页。

c　同上书，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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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影响。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及其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显明特

点，是特别注重挖掘、总结和表彰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辩证法和道

德理想的传统。这也是他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创新

思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实际运用。

（一）唯物

与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研究相比，张岱年先生强调唯物论这

一特点尤其明显。怎样创造，才够得上张岱年先生心目中的“新哲学”

呢？对此，张岱年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做了详细

的回答。这篇文章是张岱年先生针对当时学术界各种各样的“新哲

学”“新唯物”的标榜，集几年的哲学思考和文化论争的实践，在其兄

张申府“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

述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思维。他说：

在今日，哲学中实仍有许多对立等待着综合的，如欲成立一

个精密的哲学，更须重视解析派的贡献，即解析法。今后哲学之

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a

他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长久的唯物论传统，并且有一个显著的

特点，就是唯物主义观点与辩证法思想互相结合。从周秦一直到明清，

许多卓越的唯物主义者都同时是辩证思想家。在中国哲学史中，辩证

法观念往往不是由唯心主义哲学家阐发的，而主要是由唯物主义哲学

家阐发的，而且这种倾向在西方自赫拉克利特以后，唯物论辩证法观

念趋于淡薄，而在中国却是有自长久的历史。b由于张岱年先生重视中

国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传统，因此从20 世纪 30 年代起，就注意并加

强了这方面的研究，他还先后撰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

a　《张岱年全集》第 8 卷，第 262 页。

b　《张岱年全集》第 5 卷，第 130—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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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的辩证法》《论外界的实在》《谭“理”》《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

等一系列阐述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的文章。

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唯物”，即当时颇为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

物论，又称“新唯物论”。张岱年先生在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中，表彰唯

物论、推崇辩证法，从始至终，未尝有变，其主要原因，即认为新唯

物论是“最有征验，最合科学，且最符协于生活实践的哲学”。其特点

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新唯物论的宇宙论是对理的，注重历程与等

级”。他说：

对理法是观察现象的方法，是发现现象之实相的方法……唯

用对理论，然后才能见到文化的实相，才不失之皮毛，才不失之

笼统。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

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

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不知用对理，是不能把握文化之实

际的。a

张岱年先生不仅较早地进入这一研究，表现出非凡的思考能力和

学术创造能力，而且涉猎广博，对当时中、西、马三家之说均进入思

考和研究状态，从而为他以后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

法论基础。

其二，“新唯物论的知识论之基本观点是实践，注重知识之实践的

基础及外界为知识之源泉，更进而阐明知识之社会性历史性，由以解

决感觉经验与概念知识之对立，以及真知之相对与绝对”；其三，“新

唯物论的人生论之根本见地在认识人之社会性，又注重人与环境、自

由与规律之对理，而最注重者是变革世界的实际道路。”b

a　《张岱年全集》第 8 卷，第 248—249 页。

b　同上书，第 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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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析

所谓“解析”，实是一种方法。“其要义在辨意谓析事实，汰除混

淆，削减含忽，而以清楚确定为目的。治学之基本功夫，实在于解析：

厘别不同的意谓，剖分复杂的事实。哲学有所说，必须自知其所说之

确定意谓，欲自知其所说之确定意谓，则必有假于解析。”a张岱年先生

早年治学，除推崇唯物论、辩证法外，亦非常重视以罗素为代表的西

方解析派哲学。认为这派哲学的长处是概念清晰，分析精确，逻辑性

强，因此它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在哲学中最占优势的方法”。任何哲学

“要有真实的进步，更不能不用解析”，“作哲学功夫，第一要作解析

工夫”。b张岱年先生认为，哲学研究中有许多方法，但解析法是基础，

在哲学上提出一个概念或命题，首要的前提是须用解析法把这些概念

或命题说清楚，因此“解析”实体现思想的自觉。

（三）理想

所谓“理想”，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不如对“唯

物”“解析”二项解释得那样清楚，但主要趋向多是指中国哲学。他认

为，新唯物论，虽也注重理想，但“对理想之研讨，实不为充分，而

其注重分析，不充分乃更甚”。这可能是他不满意新唯物论之处。至于

“解析”，对理想亦不重视，“讲解析者，皆不喜言理想，认为哲学的任

务只是循解析以显真，而非所以求善美”c。也就是说，新唯物论及解析

派哲学，在处理“理想”问题时，均有不足之处。特别是解析派哲学，

未能把“理想”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任务。其实，“根据生活实践以创

立伟大切实的理想以为人类努力之标的，正是哲学之重要任务”，“哲

学而不谈理想，只是放弃本务而已”。d张岱年先生认为，在谈理想方

面，中国哲学最为丰富，“中国哲学是最注重生活理想之研讨的，且有

a　《张岱年全集》第 8 卷，第 269 页。

b　同上书，第 177 页。

c　同上书，第 271 页。

d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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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贡献，我们既生于中国，对于先民此方面的贡献，实不当漠视，

而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a。

可以说，新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解析是西方哲学的

代表，而理想则是中国哲学的代表。“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为一”，

即是中、西、马的综合为一。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乃至整个 20 世纪

中国思想学术所追求的大目标。这是一种“综合创新”的新思维，也

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有这种新

思维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往往以学派自限，要么全盘西化，要么本位

文化，就是主张建立中国新哲学的人，往往也是折中调和。因此，张

岱年先生特别强调，他所谓“综合创新”或“创造的综合”，决非混合

或调和。“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

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b“凡创造

的综合，都不只综合，而是否定了旧事物后出现的新整体。创造的综

合决非半因袭半抄袭而成的混合。”c

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追踪到古代没有，但在张岱年先生那

儿有。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前，便已提出“批判继承”“中国特

色”“求真”“求实”“自然之天”“物质之天”“气本论”“心本论”“生

本论”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和精要提法，这些概念和提法，直到今天人

们还在广泛地使用，张岱年先生对20 世纪 30 年代的各家学说均有吸收

与批评。他虽崇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西方的解析派哲学，但绝不

以此自限。他经常强调，任何哲学学说都非仅集妄，而是必有所见。

因此对任何哲学理论，都不应完全排斥，而是应该容纳、吸收其对的

成分。不仅容纳吸收，更需要提高之，对任何哲学（其中当然也包括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都应且扬举且抛弃，且擢拔且拂除，且吸纳

a　《张岱年全集》第 8 卷，第 263 页。

b　同上书，第 239 页。

c　同上书，第 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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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扫荡”a。他认为这种态度，即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本身的要求。他对

胡适、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郭沫若等人的中国哲学研究均有吸

收，但也都有批评。如早在 1933 年发表的《谭“理”》一文中，他就

批评了冯友兰“新理学”体系中“理在事先”和“共相可以脱离具体

事物而独立存在”等观点；早在1932 年发表的《评胡适的新著〈淮南

王书〉》一文中，他批评了胡适对道家与黄老学的混淆，并且指出胡著

中许多“不切”和“牵强”的提法。这些批评都十分中肯，而且从现

在的眼光看，这些批评也都是对的。1949 年后，冯友兰先生就改变了

上述两条看法，这与张岱年先生的批评不无关系。

三、中国文化论战的超越

张岱年先生早年的思想学术活动即在中西思想交流与碰撞的历史

文化背景下开始的。他在中学和大学的读书时代，已受到中、西、马

三股思潮的激荡，并且对此三方面的思想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附中主任林励儒先生为全校作了一次学术讲演，

讲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我听了非常感动、非常佩服。

从此，‘要把任何人都看作目的，不要看作工具’这一道德律令深深

印在我的头脑之中。”b关于西方哲学，除康德外，他还读了一些英文

哲学著作。其中“最喜读罗素、穆尔、怀特海、博若德之书，对于此

派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赏”c。在西方哲学方面，五四前就传入

了笛卡尔、洛克、柏格森、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叔本华、尼采

等人的哲学，五四时期西方的哲学流派几乎都涌入中国。其中影响较

大的有：通过胡适译介的实验主义哲学、通过张申府等人译介的罗素

哲学、通过郑昕等人译介的康德哲学、通过洪谦等人译介的维也纳学

a　《张岱年全集》第 1 卷，第 358—359 页。

b　《张岱年全集》第 8 卷，第 575 页。

c　同上书，第 5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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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以及通过贺麟等人译介的黑格尔哲学，等等。当时进入中国的还有

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股具有革命性的强大思潮，其流风所及，

几乎遍及当时中国的知识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和唯

物史观所包含的革命精神，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具有强大的

影响力。

从文化角度审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思

想文化格局，实际上存在着中学、西学和号称超越中学、西学的马克

思主义这三股强大的思想力量，同时影响着正在走向现代的中国思想

界。这三股强大的思想力量，各以其特有的思想张力，相互比较，相

互排斥，同时也相互借鉴和相互吸纳。“可以说，它是继中国历史上

儒、释、道三教互争长短、相互激荡、互相吸收的历史前缘，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所形成和展开的三大思潮的激烈角逐，为中国社会和整

个中国现代史埋下了思想分裂和统合的种子。同时也为中国哲学或中

国学术的现代转型积聚了理论方法和思想前提。”a在张岱年先生的青年

时代，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哲学思潮尤其是“全盘西化论”的激烈的反

传统主义处于优势地位。直至 1935 年 1 月，上海十教授的《中国本位

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掀起了对全盘西化论反弹的高潮。在中西文

化的论战中，中国传统文化或哲学往往处于守势。

张岱年先生参加了这一轮文化论战，其基本倾向和基本观点也是

反对全盘西化，但他不是固守“中国本位文化”的立场而反对，这与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有本质上的不同。他和同时代学者共同面

临的问题是，如何建构新的思想理论模式，并运用这种能够超越传统

但又不背离传统的新理论、新方法，对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加以调整、

重组和改造，使其变成新时代的思想文化资源，同时使中国在走向世

界的过程中，又能得以保持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是摆在当时中国学术

界面前的一项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张岱年先生的观点主要有三：

a　李中华：《中国哲学的历程—兼论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北京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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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理性

1935 年初展开的新一轮中西文化论战，对张岱年先生的学术研究

是一个转折。由此他开始更深入地探讨哲学和文化上的“综合创新”

的逻辑建构。他先后在《国闻周报》上连续发表了《论现在中国所需

要的哲学》《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

等文章，集中思考这类问题。从方法上说，张岱年先生强调文化的

“对理性”。所谓“对理性”，即今所谓辩证的“对立统一”。

他认为，以此方法观察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哲学，便可避免片面性

和绝对化。运用文化的“对理性”，看待中西文化，即可“一方面，对

于全盘承受西洋文化的见解，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对于恢复旧文化

的见解，也是反对的”a。也就是说，必须辩证地看待文化问题，不能因

为反对全盘西化，而跳到另一个极端。全盘西化与国粹主义都是不可

取的，因为从方法上讲，它们都违背了文化的“对理性”原则。

（二）世界性

张岱年强调文化的“世界性”。“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单元，所以中

国文化不能与世界文化背道而驰。”b更不能自我封闭、自我隔绝。因为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不可磨灭的精粹的因素，“例如古希腊及罗马即

是如此，中国亦然，中国的文化，其中有些堪以作为对人类社会有较

大贡献的精粹”，这些具有不磨价值的文化元素，“发育于一个民族的

民族文化之中，却不止是一个民族的，在本质上是全人类的”。c这就

需要跳出“本位文化”的限制，把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合到世界文化之

中，使其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保守旧哲学的传统或

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洋哲学系统下的一分子，都是不能应

a　《张岱年全集》第 8 卷，第 229 页。

b　同上书，第 233 页。

c　同上书，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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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

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

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a

此即张岱年先生一贯主张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

的辩证统一。张岱年先生所以一再强调“新的创造”或“创造的综

合”，其目的即在于打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传统与西化问题上

的二元对立思维，要么全盘西化，要么保存国粹，这都是文化上的绝

对主义，不符合中国的需要。

（三）实践性与独立性

张岱年先生强调文化的“实践性”和“独立性”，他认为，“讲中

国本位文化建设，只空言是不成的，必有实践的努力”b。因此，文化的

实践性是检验真理的准绳。应该说，张岱年先生的“文化实践性”观

点，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思想与行动并重，

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独秀曾明确表示：“马克思所以与别

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凡能实际活动者才能革

命，不是在屋中饮茶吸烟，研究其学理，便可了事，这是研究孔子、

康德的学问一样罢了。”c他告诫当时的青年：“青年同志们，宁可少研

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青年们尤其是社

会主义青年团诸君，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

社会革命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

姐的消遣品。”d这种观点也是张岱年先生一生所坚持的。他早在 1934

年发表的《关于新唯物论》中已提出，以“实验为真理准衡”作为新

唯物论知识论的三大“精旨”之一，他认为：“新唯物论之以实践为真

a　《张岱年全集》第 8 卷，第 238—239 页。

b　同上书，第 234 页。

c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3 年，第 177 页。

d　同上书，第 3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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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准衡，实融纳实用主义之长而无其短。实用主义亦重实践，亦重

行为，而将有结果与有效用（有利之结果）混为一事，乃成一种诡谈。

新唯物论则能免此。且新唯物论所谓实践，非指个人的实践，乃指大

众的实践，社会公众之实践，故能完全免于将真理个人化。”a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学术思想正是在中、西、马多元文化的激

荡、角逐中，经历着一场旷世难遇的改造发展过程。其中，激进主义

的“全盘西化论”和保守主义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是这场文化论争

的主角。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文化立场与上述两派均有较大的不同。

他所采取的方法和所持的立场，确实体现了一种“综合”的趋势。此

即他在批评十教授“一十宣言”的文章中揭示的那样：

近年以来，在复古纯欧化两种主张外，原也有人主张兼综东

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

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但不

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b

张岱年先生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持一种理解、批判的

态度，并以上述三点作为对所谓“本位文化”的补充和说明，这都反

映了张岱年先生对文化与哲学所抱持的科学严谨态度。他的这些观点

都是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20 世纪 80 年代后，张岱年先生陆续出版

《文化与哲学》和《中国文化概论》等著作c，提出并探讨了中西文化异

同、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关于文化系统的分析、民族精神以及

文化的综合创新等课题。其后，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文化的

性质、前途、追求和基本精神做了深入的思考，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a　《张岱年全集》第 8 卷，第 132 页。

b　同上书，第 229 页。

c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年。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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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重要成果凝聚了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永无止

境的追求以及挚爱。

结  论

张岱年先生长期思考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创新问

题，认为自20 世纪 30 年代起国际环境不允许中国人再跟随西洋哲学蹒

跚学步，而应该迎头赶上，创立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体系。张岱年先

生对中西各家学派、各家学说均有批判与吸收，他始终贯彻一生信奉

“综合创新”的思想方法。他的学术研究有非常多的新见解，学术态

度、治学方法、学术风格都有许多特点。

他的学术思想和精神境界有以下八个特点：一是平实，无高谈阔

论，没有高危之谈和悬殊之论；二是合理，不以偏概全和牵强附会；

三是清晰，无晦涩之辞和含混之言；四是简明，无烦琐论证；五是严

谨，不绝对、不武断，主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读研究生的时

候，张岱年先生经常说这句话：“你们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圆其

说，不要矛盾百出。”六是公允，无偏颇之辞，不立门户之见；七是

谦和，不盛气凌人。大家看到张岱年先生都觉得很可爱，所以都找他

写序言，他写的序多达 150 余篇，在近现代都找不出来像他这样的先

生，这说明他谦和、不摆架子。八是讲究原则，张岱年先生不是所谓

的老好人，他明辨是非，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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